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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查理一世时期的“海洋主权”
与海疆治理

陈 剑
(上海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宝山200444)

摘 要:查理一世时期英国政府对海洋事务高度重视,尤其是通过维护“海洋主权”驱动海疆治理。

英王查理一世对经略海洋怀有强烈抱负,但他继位时恰逢17世纪全球危机爆发,英国海外扩张放缓,海防

受到挑战。为应对危机,查理一世以“海洋主权”为着力点,在周边海域建构以英国为中心的海洋秩序。基

于这一背景,英国当局主动运用海军治理海疆,尤其是要求外国船只对英舰“降旗致敬”,确保英国在周边

海域的政治主导地位。查理一世对“海洋主权”的伸张助长了海洋民族主义,提振了本国的海上地位,为后

世治理海疆奠定了重要基础。查理一世政府的海疆治理表明,这一时期不是漠视海洋的时代,相反其发挥

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推动英国海上势力从“做大”向“做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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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海上霸权崛起进程中,查理一世是位十分重要的君主。有关查理一世的学术论著相

当丰富,但是学者们将笔墨集于查理一世与英国内战的关系,从17世纪以来已历托利学派、辉格

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等不同流派的探究,至今仍然受到学界热议[1-3]。

较而言之,涉及查理一世海洋经略的研究则处在学术边缘。不仅如此,学界还存在一种偏见,将

这一时期视为一个漠视海洋的时代,并对查理一世政府的海上作为给予较低的评价[4-5]。这一偏

见之所以存在,有多方面原因,尤其是查理一世作为英国内战的发动者,其在英国主流叙事中的

负面形象对学术评价造成了深刻影响。此类脸谱化研究掩盖了诸多历史事实,忽视了查理一世

统治的复杂性。事实上,查理一世时期是英国海上势力发展从伊丽莎白时代向克伦威尔时代转

变的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加以重视。

近代早期是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海洋主权”是英国主权从陆地向海洋延伸的产物。

这项权利强调英王对于大不列颠群岛周边海域的所有权,继而拥有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

力。在查理一世时代,“海洋主权”仍是新事物。就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这位英国历史上的

“光荣女王”还持有“海洋自由”的立场,主张海洋不能由任何国家或个人占有[6]。1603年,随着

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入主英国,新国王詹姆斯一世开始修正前朝的海洋意识形态,主张国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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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海洋实施占有,由此推动“海洋主权”在英国兴起。查理一世则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将主权

海域的范围推向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7]。可见,这项主张的保护主义性质在查理一世时期达到

了新的高度。从研究现状看,有关查理一世维护“海洋主权”的专论尚付阙如,主要是在相关论著

中有所涉及,但是学界尚未据此重审这位君主的海上抱负[8-9]。鉴此,本文以国家文书(statepa-

pers)①等史料为基础,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以查理一世政府对“海洋主权”的伸张为切入点,探

讨这一时期英国的海疆治理,由此揭示查理一世的海洋经略及其产生的历史影响。

一、17世纪危机与查理一世的“海洋主权”主张

查理一世是英国最著名的君主之一。作为欧洲历史上首位被砍头的国王,其发动的英国内

战通常被视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分水岭[10]。尽管查理一世通常被描绘成劣迹斑斑

的君主,但不可否认,他为英国海上势力发展投入了巨大精力。不同于詹姆斯一世的“无为而

治”,查理一世对海洋事务充满热情。他出生于1600年,其成长时期正值英国人向海外殖民,于

北美洲与西印度群岛等地建立殖民地。青年时期,查理一世曾供职海军委员会,于此形成了对海

洋事务的终身兴趣。这个委员会成立于1618年,它的主要目的是改革饱受腐败问题困扰而日益

腐朽的英国海军[11]。查理一世统治时期,正是凭借革新后的海军经略海洋。1625年,查理一世

继承王位后,英国宫廷形成了热衷海事的浓郁氛围。白金汉公爵作为查理一世的宠臣任海军大

臣,主管全国海洋事务;国务大臣约翰·柯克(JohnCoke)则被誉为那个时代的塞缪尔·佩皮斯

(SamuelPepys)[12],对于英国海军发展尽职尽责。

尽管查理一世试图将其治下的英国打造为欧洲的海上强国,但其主政时期恰逢17世纪危机

在全球爆发。17世纪危机的概念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率先提出,他观察到

欧洲经济在17世纪经历了一场“普遍危机”,并认为这是其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最

后阶段[13]。在他看来,危机引发的经济困难始于17世纪20年代,而后持续约一个世纪[14]44。杰

弗里·帕克(GeoffreyParker)则揭示出17世纪危机的全球性特征。他发现,17世纪全球各地瘟

疫、饥荒、洪涝等灾难现象频仍,从而引发经济萧条,造成社会动乱,并且指出,这场全球危机是由

“小冰期”(littleiceage)的极端寒冷气候造成的[15]。正是在17世纪全球危机的影响下,英国在

查理一世统治初期遭遇严峻的海上危机,这为其极力宣扬“海洋主权”埋下了伏笔。

首先,17世纪危机抑制了英国的海外贸易扩张。在17世纪危机对英国造成的各类破坏中,

海外贸易首当其冲。在1620年至1624年间,英国遭遇了17世纪上半叶最为严重的经济萧条,

毛纺织品作为英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大受冲击。例如,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向波罗的海出口的呢绒

从1618年的7843匹猛然跌落至1620年的2848匹[16]53。1625年查理一世继位时,17世纪危机

在英国走向深入。当年,英国爆发了17世纪上半叶最严重的一次瘟疫,进一步冲击了纺织

业[16]99。这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犯罪等频发,对于社会秩序稳定造成负面影

响。与此同时,英国与外国的经济关系遇冷。在1634年,柯克向查理一世呈递的一篇报告细数

了英国同地中海、大西洋、北海、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恶化,并据此主张强化在本土

水域的主权要求[17]。也正是从1625年开始,英国沿海地区遭到来自北非的巴巴里海盗的大规

模进犯,这些海盗对英国商船和沿海民众的劫掠使英国经济雪上加霜。海盗问题引发了英国议

会下院议员达德利·迪格斯(DudleyDiggs)的关注。1626年5月,他在议会中指责道:“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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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王国所有沿海地区绝望而普遍的抱怨和投诉,下议院确实发现贸易和交通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和阻碍……这是如此明显地削弱了这顶古老王冠的荣誉,以及我们国家一度享有的盛誉。”[18]302

其次,查理一世统治之初英国的海外远征接连失败。在17世纪危机影响下,欧洲于1618年

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英国受此战波及,遭到沉重打击。英国在此战中与其他国家没有实质性的利

益牵涉,但因联姻与宗教因素被迫介入。战争触发者巴拉丁选帝侯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后者的

领地在战初被西班牙和奥地利占领。查理一世十分热衷此战,致力于巴拉丁问题的解决。不同

于詹姆斯一世的和平解决方案,查理一世力主参战。在1624年议会上,查理一世主张向西班牙

发动海战,迫使其归还巴拉丁,赢得了主战派的支持。当时一位外交官如此渲染道:“如果我们失

去巴拉丁,那么接下来就会失去低地国家,然后是爱尔兰,最终我们自己也将亡国。”[19]查理一世

继位后,他将战争构想付诸实践,却接连遭遇挫折。1625年对西班牙加迪斯港(Cadiz)的海军远

征无果而终,不久英国又卷入同法国的战争,于1627年的雷岛远征与1628年的拉罗谢尔远征中

落败。远征的失败使查理一世的权威大受打击。例如,1626年议会对海军大臣白金汉公爵的弹

劾,便源于议员对远征失败的愤怒[18]302-358。在国际上,英国同样面临挑战。随着英国与西、法两

大欧陆强国同时作战,英国海防不断传来外敌入侵的警报。对于热爱海上荣誉的查理一世而言,

更加难以接受的是,英国先辈在海上长期积累的声誉因这三场远征的失利消耗殆尽,英国甚至沦

为欧洲的笑柄,人们传言:“英格兰再无德雷克,只剩无能之辈。”[5]363与此同时,法国、荷兰等国的

海军力量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快速提升,这进一步加深了英国的海防焦虑。

此外,英国在海外扩张中与荷兰形成了激烈竞争。荷兰是欧洲传统海洋强国,其在渔业、航

运、贸易领域拥有极高的经济效率与竞争力。尼德兰革命爆发后,荷兰的经济活力得到释放,海

外扩张大大加速。17世纪初,荷兰成为海洋自由理念的头号宣扬者,以为其海外扩张开道。荷

兰的经济优势挤压了英国的扩张空间,而17世纪危机导致的经济下行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的竞

争。1635年,威尼斯人维琴佐·古斯桑尼(VicenzoGussoni)写道:“英荷友谊在过去对于两国而

言是一条准则……近年来,由于航运与贸易问题,两国之间的争执取代了友好交往,英国对荷兰

的友好态度已大不如前。”[20]356-373实际上,英国与荷兰在邻近的北海水域也产生了十分激烈的竞

争,而这主要是由渔权争端引发的。英国东海岸水域盛产鲱鱼,但这一资源却由荷兰渔民垄断。

英国在17世纪之前对鲱鱼业不甚重视,但在17世纪之后却欲建立主导地位,从而争夺渔业带来

的利润并促进本国就业,因此同荷兰产生矛盾。1609年,荷兰人格劳秀斯在其《论海洋自由》中

宣称,海洋无论是从航行还是从渔业的角度来考虑,它都适应于为所有人共同使用[21]。这引起

了英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例如英国的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ThomasMun)就主张:“依照尼德

兰的一位作者写的‘公海’来说,它们也不能享有在我们的皇上的领海上捕鱼的权利。”[22]88与此

同时,托马斯·孟指责英国人的忽视造成了渔权的丧失,他指出:“我们所享有的这种富裕生活,

竟使我们成为沾染恶习和漫无节制的国民,不但将我们自己的资财都浪费掉,而且对于许多其他

财富,也不加爱惜、毫不在意,以致受到可耻的损失,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领海上的

渔业就是这样。”[22]84因此,随着与荷兰的竞争加剧,英国在周边海域渔业主导权的旁落也给英国

人带来了巨大的危机感。

17世纪危机引发的海域危机在查理一世时代集中爆发,促使英国政府的海洋经略向周边海

域聚焦。在此背景下,查理一世顺应詹姆斯一世时期对于海疆的关注,强调英国在周边海域的

“海洋主权”,并采取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海洋政策加以维护。而鉴于英国所在海域优越的地缘

条件,这一举动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具有重要意义。正如菲利普·梅多斯(PhilipMeadows)所言:

“英国周边的海域……位于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航道中途……从英国的角度看,海洋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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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23]托马斯·詹纳(ThomasJenner)则强调:“海洋主权是我

们国家最宝贵的权利,在上帝的保佑下,也是我们获取财富与安全的主要手段。”[24]

二、“海洋主权”与海洋秩序构建

尽管查理一世的“海洋主权”主张承袭其父,但是他在主权构建理念上与詹姆斯一世大异其

趣。他不满足于将主权海域限于近海,更不满足于将之作为政治宣传的口号,而是力图将这一理

念付诸实践,建构一套由英国主导的海洋秩序。为此,查理一世积极推动“海洋主权”的理论构建,

以制定一套整全而普适的规则,作为秩序构建的切入点。在詹姆斯一世时代,苏格兰人威廉·威尔

伍德(WilliamWelwood)曾从渔业角度撰文抨击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进而宣扬英国的“海洋主

权”[25]。但现有论著不合查理一世心意,他继续要求其臣民通过“公共写作”(publicwriting)来

证明他的海上权利[8]364。这时约翰·塞尔登(JohnSelden)的《海洋闭锁论》(MareClausum)进入

了他的视野[26]。此著为塞尔登自发创作,成稿于17世纪初,曾提交詹姆斯一世审阅。但其内容

激进,詹姆斯一世担心因此得罪丹麦国王,出版事宜由此搁置。但对查理一世而言,此书正合其

心意,因此准许出版。此书在1635年末正式问世,次年3月查理一世下令取三本分别存于枢密

院、海事法庭与财政法庭,从而为“海洋主权”提供背书 [27]。通过将“海洋主权”理论化,英国政府

试图争夺海洋规则的制定权,为海洋秩序构建奠定基础,接下来以塞尔登的《海洋闭锁论》为例进

行分析。

第一,以“文明国家”占有海洋的普遍性否定海洋自由理论。塞尔登以海洋自由理论作为论

争和否定的对象。他的论证以神法作为起点,通过《圣经》中的记载为国家占有海洋提供合法性

依据,并将之应用于现实政治。有学者因此指出:“塞尔登以《圣经》中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来类

比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28]27而后,塞尔登展开历史证据的列举。不同于格劳秀斯的法理论证

路径,塞尔登取径于史,以史证法,通过历史归纳证明海洋能被占有,而实施占有的主体必须是所

谓的“文明国家”(civilizednations)[29]42。这样,塞尔登不厌其烦地列举古今“文明国家”占有海洋

的证据,涉及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意大利城邦、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丹麦、波兰、挪威、瑞典、

奥斯曼帝国等。在此基础上,塞尔登对于各类海洋自由论说加以否定,从而确立“海洋闭锁论”的

普适性,英国占有海洋的合法性呼之欲出。

第二,构造英国的海疆版图并为其据有海疆提供合法性。塞尔登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将英国周边海域划为四个部分,即“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它们统称为“不列颠海”(British

Seas)。就“不列颠海”的范围而言,塞尔登的观点与查理一世政府如出一辙,即其能达到的至远

处:“海外邻近国家君主的海岸或港口,正是大英帝国向南和向东的领海边界;但在北部和西部开

放和广阔的海洋,它们被放置在那些最广阔的海洋的最大范围,这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拥有的。”[29]459随后,他通过回溯历史,证明英国自古便对“四海”实施占有,且这一占有具有历史

连续性。塞尔登将这种连续性与英国的土地绑定,而非同统治过英国的种族、王朝或政权捆绑,

这使统治权力的更替不影响英国对周边海域的占有[29]182。塞尔登用于论证英国海洋所有权的史

料来源极广,这些证据的陈列也暗示着某种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秩序。例如,塞尔登提出外国渔

民自古有向英国申请捕鱼许可证的传统,以证英国对周边海域的所有权[29]357。

第三,以英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原则解决海洋权利争端。如前所述,塞尔登将英国海疆推向至

远处,这势必造成所有权的重叠,因为外国亦可运用同样的逻辑。对该问题的处理反映了塞尔登

的单边主义思维,尤其反映在英法海疆的划定上。塞尔登在首卷论证法国对海洋的占有时便有

所保留,他指出:“流经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这片海洋的主权绝对属于英国国王。”[29]114-115随后,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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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中强化了这一论点。例如,塞尔登以英国政府在历史上曾对“南海”施加管理证明其所有

权归英国,但同样的证据也能在法国找到,如法王曾在北部海岸设立海军司令(admirals)一职监

管海洋事务[29]321。为了解决矛盾,塞尔登指出该职位在海洋管理事务上并不具重要性,认为其存

在仅仅是为了指挥海上舰队[29]329。塞尔登由此否定了法国凭借这一依据来伸张对于英国南部海

域主权的合法性。在海洋权益问题上,塞尔登也从利好英国的角度开展解释。例如,在爱尔兰海

的渔业问题上,塞尔登紧随英国渔业政策的变化。他否定都铎时代英国与丹麦就爱尔兰海渔业

达成的自由捕捞共识,指出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政府对丹麦强调英王从未禁止在爱尔兰海的自由

航行与捕鱼,是“非常欠缺考虑的”[29]436。

通过上述讨论,不妨将《海洋闭锁论》看作英国争夺海洋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的工具,从而为

其在周边海域建立由本国主导的海洋秩序奠定底层逻辑。不过,这一秩序的构建还涉及更为复

杂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保障相关规则在海洋世界正常运行,而“海洋主权”主张及其理论成果对此

也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是舆论造势。随着《海洋闭锁论》出版,英国政府积极利用这部著作进行舆论造势。在

1636年,查理一世颁布了一项渔业诏令,要求在英国海域捕鱼的外国渔民必须向英国政府申领

许可证[30]。这项举措招致荷兰驻英大使贝弗伦(Beveren)的不满,对此英国当局提醒贝弗伦阅览

《海洋闭锁论》,前者将之作为其有权管制近海渔业的依据[20]538-552。事实上,这部著作的存在本身

就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此书一经出版,便受到远在南欧的威尼斯人关注。威尼斯是亚得

里亚海主权的传统声索国,其上层阅读此书后盛赞其有重要意义[20]509-525。作为海洋自由的主要

倡导者,荷兰人对于这部著作的关注不消说。其在英国出版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在荷兰已经至

少再版了三次[8]374。作为利益相关国的法国则表现得既恨又爱。1637年初,英国使节凯内尔姆

·迪格比(KenelmDigby)从法国巴黎向国务大臣爱德华·康威(EdwardConway)发信,称塞尔

登的书在当地传阅,并受到了极大的尊敬[31]。丹麦是“海洋主权”的传统伸张国,有消息称丹麦

人受《海洋闭锁论》影响,加强了对其周边海域的主权主张[32]105-117。塞尔登将格劳秀斯作为攻讦

对象,后者却声称“非常高兴相反的观点得到证实”[31]。格劳秀斯在当时为瑞典效力,担任瑞典

驻法大使,瑞典对于周边海域权益的追求使他乐见塞尔登在《海洋闭锁论》中提出的反海洋自由

主张。

其次,是制度创立。制度建设是海洋秩序的重要保障,“海洋主权”被作为主要的制度依据,

服务英国在周边海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例如,英国政府在1634年便以“海洋主权”受损为由颁布

了一项法令,宣称:“许多战船在狭海甚至陛下的港口与内水中进行掠夺、使用暴力,以及开展敌

对行为,令陛下在这些海域的主权蒙羞,港口丧失声誉,贸易遭受无尽的干扰和损害。”[33]484基于

此,这项法令对于外国船只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例如其中一条便要求西班牙与荷兰在英国海域和

平相处:“尽管西班牙与低地联省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国王陛下严禁战船与战船,或战船与商

船,或商船与商船之间,使用或企图使用任何武力、暴力、突袭或进犯……所有船只,无论来自什

么国家,只要它们在上述范围内的地点或海域停留,都应被理解为处在国王陛下的保护之下,并

有义务和平相处。”[33]485-486查理一世时期对于捕鱼许可证制度的构建也基于同样的模式。在确立

这项制度的法令颁布前,查理一世主动向海事部门官员问询法令的依据。1636年2月,后者回

应道,他们一致认为国王拥有管辖沿海渔业的权力,他有权禁止外国人捕鱼或向其发放捕鱼许可

证,并且目前英国的海上力量也支持这一点[34]。可见,正是在“海洋主权”的地基上,查理一世政

府建立了维护海洋秩序的制度大厦。

最后,是海军建设。海军是海洋秩序得以维系的关键。查理一世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海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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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如英国的总检察长约翰·芬奇(JohnFinch)曾指出:“海洋的底土属于国王……缺乏一

支海军,这种权利就难以实现。”[35]769在17世纪20年代后半期远征失利之后,英国政府开始采取

措施振兴海军。在此过程中,“海洋主权”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1632年的一项海军扩军

计划中,约翰·柯克宣称为了捍卫英国的“海洋主权”,英国应当维持这样一支海军,即它的力量

在民船的补充下,应不少于任何一国海军力量之总和[36]。在此背景下,英国在1632年开始以每

年两艘的数量建造舰只,为期5年,从而为海军新添了10艘新船。此外,为了彰显主权,查理一

世下令建造了“海上主权”号战舰。此舰于1637年下水,排水量达1522吨,配备102门火炮,为

当时欧洲最大战舰。通过新舰的建造,英国海军实力在17世纪30年代得到了较大提升。另一

方面,英国政府也在1634年开始向民众征收“船税”,用于支付海军出海的费用,这项征收措施也

是以维护“海洋主权”为由。在1637年的汉普顿案(Hampden’scase)中,王室在辩护时频繁征引

塞尔登的《海洋闭锁论》,以证明“船税”的合法性[35]568,613,663,761,769,780。

三、“降旗致敬”与海疆治理

随着海洋秩序的重建被作为目标,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维护海防安全,夺取近

海渔权,以及确立海上的政治主导地位。就政治主导地位而言,英国政府将“降旗致敬”是否得到

遵从作为主要指标。所谓的“降旗致敬”,是指外国船只在英国水域与英国军舰相遇时,需要下降

船桅上的旗帜或风帆,违者将遭受炮击惩罚。斯图亚特王朝视之为外国人对英国主权的承认,对

此格外关注。这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表述中可见一斑。马汉

在海权论中曾引述黎塞留的一段话,后者称詹姆斯一世时期法国苏利公爵在乘船前往英国时因

未向英国一艘海军船降旗而遭受炮击,对此马汉颇为轻蔑地指出:“苏利公爵受到的侮辱,恰恰是

在英国的一位胆小怕事的国王当政时,施予直接代表法国最勇敢和最有才能的君主亨利的使节

的。”[37]而查理一世较其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降旗致敬”被英国政府作为识别其海上主

导地位是否稳固的标志,后文将以此为中心,讨论查理一世政府如何据此驱动海疆治理。

事实上,“降旗致敬”的主权确认功能是由17世纪的英国人塑造出来的。在“海洋主权”兴起

之前,英国人仅仅将之视为外国人向英王表达敬意的方式;直到17世纪之后,它才被看作对英国

海上主权的承认。查理一世时期,英国政府和理论家就一再将两者进行捆绑。塞尔登在《海洋闭

锁论》中就强调,“降旗致敬”“不仅是表达对于英王的尊敬,而且也是对于他在这片海域的主权与

所有权的承认。”[29]399他还辟出一整章内容构建了“降旗致敬”与海洋主权的历史渊源,从而赋予

其合法性。英国政府则将这一理念化入对海军的指令之中。例如,1635年第一支“船税舰队”

(ship-moneyfleet)出海时,海军部在给司令员林赛伯爵的指示中就指出:“如果你有机会在国王

陛下的海域内遇见属于任何外国君主或国家的任何舰队或船只,那么你应当要求他们的海军司

令或首长在经过时向你们致敬(以承认国王陛下在这片海域的主权),而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并

进行抗拒,你应当强迫他们如此为之,并根据法律将他们捉拿,并对如此严重的藐视及放肆行为

进行回应。”[38]基于此,查理一世政府以维护主权为由积极要求外国船只“降旗致敬”。

就实施效果而言,“降旗致敬”得到了周边多数国家的遵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此表示顺从,

背后各有动机。西班牙船只对于英国最为顺从。在17世纪30年代,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关系日

益贴近。当时西班牙需要通过英吉利海峡将兵力与物资运往低地与德意志,因此须维护同英国

的关系以确保航道的开放和顺畅,故在“降旗致敬”上遵从英国的意志。荷兰尽管是海洋自由的

倡导者,但荷船也向英国军舰行降旗礼。1635年“船税舰队”出海之际,威尼斯驻英国大使安佐

洛·科雷尔(AnzoloCorrer)便说道:“荷兰的联省议会仍然对这项准备工作的报告感到不安,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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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适时地向国王陛下暗示,他们的船长有明确的指示,当他们遇到王室船只时,降低他们的上桅

帆,作为他们表示应有的尊重的标志,宣布他们在所有事情上依附于同英王的联合与良好关

系。”[20]327-336荷兰的目的,是以“降旗致敬”换取英国对其北海捕捞业的宽容。1636年渔业诏令颁

布后,科雷尔便认为:“荷兰人似乎并没有被这吓倒,声称他们希望不会有什么非同寻常的针对他

们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尊敬王室的旗帜。”[32]14-23丹麦也是利益相关国。

丹麦起初保持沉默,后来丹麦国王提出反对,但丹麦与英国不乏协商解决的意愿与基础。传言两

国签订了一项密约,承认各自在不列颠海与波罗的海的主权[32]105-117。

在“降旗致敬”问题上,英国的最大挑战来自法国。两国仅隔一道英吉利海峡,地缘上缺乏缓

冲,历史上又是宿敌,双方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都十分看重。相较于英国,法国海上力量通

常处于下风,因此不会轻易挑战英国。但是,一旦法国的军力接近英国,则随时可能变换态度。

例如,在16世纪50年代初,长期征战导致英国国力空虚,英国海军司令威廉·温特(William

Winter)在1551年便无力命令法舰致敬[5]188。在17世纪30年代,法国之所以挑衅英国,是有特

殊背景的。从军力看,法国于17世纪2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海军,海上实力日益增长。这引起英

国关注,例如白金汉公爵在1627年就收到一则夸张的消息,称法国国王正在建造80艘战船[39]。

海军的壮大为法国挑战英国提供了筹码。同时,法国与西班牙在17世纪30年代深陷三十年战

争泥潭,在陆上展开激战。此外,法国联合荷兰打击途经英吉利海峡的西班牙船只,以削弱西班

牙的战争动员力。然而,英国却积极为西班牙提供航运保障,因此法国一方面拉拢英国,另一方

面则试图在海上牵制英国,以实现其打击西班牙的战略目的。

在此背景下,两国围绕着“降旗致敬”问题展开激烈斗争。针对“降旗致敬”,法国提出了同样

的要求,这遭到英国的回击。1635年6月25日,约翰·柯克在给林赛伯爵的信中称,法国人在迫

使英国商人向他们“降旗致敬”,他认为法国人妄图在英国的海域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这是伯

爵所不能姑息的,因此要求他必须保护英国商船不受这一要求侵犯[40]。在同一天,他也致信国

务大臣爱德华·康威,强调:“你必须控制海洋,否则它就将遭人控制。”[41]随后,法国方面向英国

提出交涉,试图调和两国在“降旗致敬”上的矛盾。法国国王路易十三派法国驻英大使森内特尔

(Senneterre)处理此事,法王指示森内特尔前去参见英王,试探他的意图并向他提建议,即如果法

国舰队在英国海岸与英国舰队相遇,法国人应该降下旗帜并敬礼,如果英国舰队在法国海岸与法

国舰队相遇,那么英国舰队也应执行同样的操作,而如果两国的舰队在海上中线相遇,他们可以

在不降旗或敬礼的情况下通行,或较弱的舰队应该首先降下旗帜并向较强的一方致敬,同时叮嘱

如果英王不喜欢这些建议,则请他提出其他的方案[42]。从英国人的角度看,法国的提议不仅意

味着与英国分享海洋主权,更试图以力量逻辑打破英国对“降旗致敬”的垄断。查理一世对此并

不买账,他没有理会森内特尔的要求,而是令其与柯克商谈。7月2日,约翰·柯克向英王在法

国的代理人致信,要求他们不得与法王或他的臣下就英王对于海洋的所有权进行辩论,也不得就

海域的范围进行讨论,更不得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透露有关英国舰队动向的任何信息[43]。

最终,英国在对法斗争中占据了上风。面对法国的不逊,英国采取以势压人的策略,加强了

“船税舰队”对法国舰队的搜寻,在相遇时令其降下旗帜,从而确认英国在周边海域的主权。对

此,法国采取了躲避战略,避免与英国正面交锋。1635年5月30日,海军军官约翰·彭宁顿

(JohnPennington)向国务大臣爱德华·尼古拉斯(EdwardNicholas)报告,他正在竭力追赶法国

与荷兰舰队,而它们却在其舰队面前逃走了,而且彭宁顿断定无论何时遇到它们,后者都会主动

向英王的战舰“降旗致敬”[44]。1635年6月28日,林赛伯爵对海军部大臣称,他沿着海岸向西航

行直到锡利群岛的最远处,但没有遇到法国船只,并强调将抓紧时间去与其相遇,而遇到的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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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战舰都对他们表达了敬意[45]。同日,康威也向柯克指出,英国舰队已经搜遍了所有海域,甚

至抵达了锡利群岛也未见任何船只,法国与荷兰战船都离开了英国的海岸而不知行踪,并认为如

果它们有任何与英国舰队相遇的愿望,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前来或留下,从而与搜寻它们的英国船

只相遇[46]。事实上,法国的确避免与英国发生进一步的冲突与矛盾。一方面法国与荷兰结盟后

的主要对手是西班牙而非英国,另一方面随着英国“船税舰队”出海,法国舰队在冲突中并无胜

算。因此,法国暂时决定回避矛盾。例如,在1635年8月,16艘法国与荷兰军舰被派往加莱,双

方战船数量各为8艘。但是,法国军舰悬挂荷兰国旗,由荷兰人担任舰长,以避免遇到英国军舰

时被要求降下本国旗帜[47]。1638年6月,一支法国舰队从拉罗谢尔开往弗兰德斯,计划加入荷

兰舰队,他们在途中也悬挂荷兰国旗[32]418-429。法国有时也将舰队转入地中海活动,避开英国的势

力范围。

“降旗致敬”反映出海疆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不同于国家治理的其他侧面,海疆治

理与国际关系深度关联,而国家行为随着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17世纪30年代,查

理一世政府在“降旗致敬”问题上的成功,一方面有赖于英国海上力量的提升,更为重要的则是三

十年战争的国际局势为英国提供了博弈的筹码,并且英国政府也较好地在“降旗致敬”问题上利

用了这些筹码,从而使周边国家都对其保持顺从,进而维护了其在海上的政治主导地位。

四、查理一世时代与英国崛起

按照学界流行观点,近代早期英国的海上势力有两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即伊丽莎白时代与克

伦威尔时代。前者是英国海上势力“做大”的时代,其影响力从西北欧辐射到全球;后者是“做强”

的时期,锻造了足以称霸大西洋的海军舰队。但是学者较少关注前者如何过渡到后者的问题。

事实上,查理一世时代恰恰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亦可借由查理一世的海洋经略观察到。

其一,推助了海洋民族主义的兴盛。海洋民族主义是英国海上霸权兴起的重要精神动力,这

一面向海洋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它强调英国人在海洋事业中的优势地位,

这在当时的历史著述乃至文学作品中均有体现[48]。查理一世政府对“海洋主权”的追求受到海

洋民族主义推动,反过来又强化了海洋民族主义。例如,在“船税”的舆论鼓动中,英国当局不断

利用“海洋主权”话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赢得民众支持。1635年,托马斯·考文垂(Thomas

Coventry)就指出,“海洋主权是英国王室一项不容置疑的古老权利,是陆地最好的安全屏障……

既然整个王国都关心荣誉、安全和利益,那么由所有人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这是公正而合理

的。”[35]568事实上,在苏格兰起义之前,“船税”征收颇为顺利,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宣传的作用。“海

洋主权”推动的海洋民族主义在英荷斗争中影响更为显著。托马斯·孟就曾针对荷兰人对北海

渔权的声索指出:“能否享有这种权利,只能靠刀剑来决定。”[22]88恰恰是在查理一世时代,英国真

正开始利用海军扰乱荷兰的捕鱼活动,这一争端造成的英荷关系裂痕最终导致了第一次英荷战

争的爆发。塞缪尔·罗森·加德纳(SamuelRawsonGardiner)便强调,第一次英荷战争并非直

接源于贸易问题,而是由民族自豪感与围绕《海洋闭锁论》的争端引发[49]440。

其二,重振了英国的海上影响力。通过加强海疆治理,英国在17世纪30年代逐渐走出了17
世纪20年代远征失利带来的阴影,若干方面的证据均可佐证。首先,英国对于巴巴里海盗的治

理取得显著成效。17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档案中涉及英国海盗活动的记载显著下降。1637
年,尼古拉斯甚至收到沿海的消息称,海岸在整个夏季都是自由的,没有土耳其人和海盗[50]。英

国针对海盗巢穴萨里(Sallee)的远征更是大获全胜。1637年3月,威廉·雷恩斯伯勒(William

Rainsborough)率舰队从英国驶往萨里,对该地展开了长达5个月的封锁,最终解救了400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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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俘虏,并代表英国与萨里达成和平协议[51]。其次,英国政府对于北海渔权的维护也取得了一

定成效。1636年渔业诏令颁布之后,英国政府派遣诺森伯兰伯爵前往北海向荷兰人发放捕鱼许

可证。此番行动取得了成功。荷兰渔民大多都向诺森伯兰伯爵购买了许可证,他在8月16日已

经下发两百张许可证[52]。而对于不从者,英国也能够运用武力使之屈服。例如,伯爵曾逮捕了

一支拒绝购买许可证的船队的首领,最终他被说服为7艘渔船购买许可证[32]42-57。此外,英国还

凭借其在英吉利海峡的影响力吸引了西班牙与法国对其友谊的竞争,一改17世纪20年代英国

同法、西两国双线作战的局面。

过去的研究习惯于忽视或者全盘否定查理一世的海洋经略。辩证地看,查理一世政府的确

为复兴英国的海上势力作出过重要贡献,对于17世纪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起到了缓和作用,这

些成绩不应抹杀。当然,英国的海疆治理在17世纪30年代末陷入了低潮,如1639年荷兰船队

在未经英国允许的情况下闯入唐斯(Downs)附近海域,击毁了在此避难的西班牙舰队。但困境

的产生有特殊原因,特别是苏格兰起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造成英国的国家战略重心从海洋转

向北方陆疆,减少了南部海域的力量配置,使英国在对抗性事务上格外谨慎;二是削弱了英国地

方政府的行政效率,例如“船税”的征收效率在苏格兰起义之后大大降低,而这同战争资源的转移

一并造成了海军投入的削减,同样制约了海疆治理的开展。然而,这些客观因素不应成为查理一

世漠视海洋的理由。

其三,奠定了海疆治理的基础。一是奠定了治理的理念基础。尽管詹姆斯一世是英国海洋

意识形态从海洋自由转向海洋闭锁的“始作俑者”,然而首推“海洋闭锁论”作为英国海疆治理理

念的则是查理一世。塞尔登的《海洋闭锁论》反映了一种极具侵略性的海疆治理理念,这一理念

在后世得到了传承,它的不断再版便反映了这一点。1652年6月,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后不久,

英吉利共和国的外交事务委员便奉命重新出版《海洋闭锁论》,由英国作家马查蒙特·尼德姆

(MarchamontNeedham)负责将之从拉丁文译为英文,尼德姆将此书献词对象从查理一世改为

共和国议会,旨在为新政权服务[53]。英译本的出版有利于普罗大众认识塞尔登的理论,影响了

英国人的海洋意识。正如尼德姆所指出的,翻译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英国人民了解海洋

主权对他们切身利益的重要性[29]a。1663年,时值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不久,此书再次出版,献词

的对象改回查理一世,继而服务于复辟王朝的海洋政策[54]。

二是奠定了治理的行为基础。尽管詹姆斯一世时期开始依据“海洋主权”制定海上行为规

范,然而其充分落实在实践层面则是在查理一世时代。并且,虽然查理一世作为内战发动者饱受

诟病,但后世统治者却继承了他维护“海洋主权”的一系列举措。人们并不反对查理一世维护“海

洋主权”,而是指责他维护不力。爱德蒙·沃勒(EdmundWaller)在长期议会中谴责“船税”时就

指出:“上帝与自然给予我们海洋作为御敌的最好屏障,将船只作为我们压制其他民族的至高荣

耀……唉(诸位大人),但是从对我国海军衰落的日常抱怨中,我们就知道,‘船税’对于海洋主权

的维护是多么的不起作用。”[55]即便是反王权思想最为激烈的英吉利共和国时期,共和国照旧在

给海上将军的作战指令中要求他们维护英国的海上主权[56]。而这也成为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

的直接导火索。1652年5月,英方将领罗伯特·布莱克(RobertBlake)就以荷方将领马顿·特

龙普(MaartenTromp)未行使“降旗致敬”礼为由,向其发射火炮,从而引发了第一次英荷战

争[57]。正是经此一战,英国确立了欧洲海上霸主的地位。

三是奠定了治理的工具基础。海军是英国治理海疆的主要工具。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在战

时需从地方大规模征召商船补充舰队;到了克伦威尔时代,英国海军已经完成了常备化的转变。

这一转变具有渐进性特征,而非骤然发生的,查理一世时代在其间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国际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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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走向深入,查理一世政府充分认识到国家主导海军的重要性,因此积极推动海军的常备化转

变。“船税”在这一进程中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本质便是将英国在战时从地方征召武装商船

的权利转变为征收一笔固定的款项。这项举措默认了英国不再从伦敦以外的地方征召船只[58]。

因此,查理一世时期的“船税海军”已经为克伦威尔时代的国家海军提供了样板。从这个角度来

看,查理一世时代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五、结 论

上述分析表明,查理一世时代不是漠视海洋的时代;恰恰相反,查理一世对于英国海洋事业

灌注了巨大精力,尤其是通过维护“海洋主权”驱动海疆治理。查理一世对周边海域的主权声索

虽是承袭其父,但是不同于詹姆斯一世的“无为而治”,查理一世则力求有所作为。在“海洋主权”

观念的驱使下,查理一世政府不仅将英国海疆的范围推向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而且力图在这些

海域建立一套以英国为中心的海洋秩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措施通过海军舰队在实践层面得

到了贯彻。因此,忽视查理一世的海洋经略是不公平的,对历史的简化将难以揭示其统治的复杂

性。若将时间线放长,将不难发现,查理一世时代在英国海洋霸权兴起历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

重要作用。如果说伊丽莎白时代是英国海上势力“做大”的时代,那么克伦威尔时代则可谓是“做

强”的时期,位于其间的查理一世时代正是从“做大”向“做强”转变的关键节点。

查理一世的海疆治理与17世纪危机紧密相关。不同于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放眼全球经略海

洋,查理一世时代更注重本土海域的治理,这一变化深受17世纪危机的影响。这场气候变化带

来的危机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与动乱,使英国向外扩张受阻,并且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

这促使查理一世时期的英国政府采取保护性的重商主义政策,加强对于本国渔业、航运与贸易利

益的维护。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对于17世纪危机的克服最终推动了它的工业化转型,而成功

克服危机则源于政策上的重大变革,如他所言:“在17世纪的某些时期———比如1620至1670年

间———英国从一个次要的(尽管有吸引力并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似乎有能力发起和领

导世界经济革命的经济体,而且它确实做到了……英国经济在世界上地位的转变不仅是由于其

内部自发的经济发展,还在于政策上的重大变革,在此以后,所有其他政策都服从于侵略性的重

商主义,服从于资本和利润的积累。”[59]110尽管霍布斯鲍姆将英国内战时期作为政策变革关键期

中的关键,但不可否认,查理一世时代已为革新铺就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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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imeSovereignty”andGovernanceofTerritorialWatersDuringtheReignofCharlesI

CHENJian
(DepartmentofHistory,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Abstract:DuringthereignofCharlesI,theBritishgovernmentplacedgreatemphasisonmaritimeaffairs,particularly
bymaintaining“maritimesovereignty”todrivethegovernanceofterritorialwaters.KingCharlesIhadastrongambi-
tionfortheexploitationoftheoceans,butheascendedtothethronejustastheglobalcrisisofthe17thcenturyerup-
ted,whichsloweddownBritainsoverseasexpansionandchallengeditscoastaldefense.Toaddressthecrisis,CharlesI
focusedon“maritimesovereignty”,constructingamaritimeordercenteredonBritaininthesurroundingwaters.A-
gainstthisbackdrop,theBritishauthoritiesactivelyusedthenavytogovernmaritimefrontiers,especiallybyrequiring
foreignshipsto“striketheirflags”toBritishvessels,ensuringBritainspoliticaldominanceinthesurroundingwaters.
CharlesIsassertionof“maritimesovereignty”fueledmaritimenationalism,boostedthecountrysmaritimestatus,and
laidanimportantfoundationforfuturegovernanceoftheirmaritimeborders.Thegovernanceofmaritimebordersby
CharlesIsgovernmentindicatesthatthisperiodwasbynomeansaneraofneglectingtheoceans;onthecontrary,it
playedacrucialroleinbridgingthepastandthefuture,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Britishmaritimepowerfrom
aneraofexpansiontooneofconsolidationandstrength.
Keywords:CharlesI;“maritimesovereignty”;governanceofterritorialwaters;maritimeorder;crisisofthe17th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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